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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阁《四库全书》嘉惠士林史迹考

彭 义

乾隆帝修《四库全书》，储藏于北方四部，分别在北京、承德、沈

阳，共四阁；南方三部，分别在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

阁。七阁均系皇家藏书楼，但乾隆帝却曾打算将七阁在一定范围内

开放，以“嘉惠士林，用光文治”。可是北四阁最后未能达成这一目

标，只有南三阁得以实现。其中南三阁中的文澜、文汇阁均有史料

证明其曾经接待士子读书，只有文宗阁的相关资料未被发现。那

么，在文宗阁存世的近八十年间，它有没有向士人开放？可不可以

外借？可不可以开放阅览？有没有什么文献证据能加以证明呢？本

人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探讨。

一、由乾隆谕旨推论文宗阁不具备外借功能

乾隆早在纂修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时候，就曾打算准 许翰林

院士子和其他好学的官员进入文渊阁内阅读。据《纂修四库全书档

案》（以下简称《档案》）327 号档记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下

旨：“翰林原许读中秘书，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并许 告之

所司，赴阁观览。第不得携取出外，致有损失。”翰林院士子阅读内

府藏书是以前就有的办法，不足为奇。但乾隆能够有准许其他好学

官员进阁读书的想法，这不能不说是具有较开明的眼光，具有进步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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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乾隆在同一份谕旨中还特地命大学士舒赫德等会

同吏部、翰林院制定出一份阅览的章程。《档案》331 号档记载了这

份章程，其中关于官员和翰林入阁读书的部分是：“如翰林及大臣

官员内欲观秘书者，准其告之领阁事，赴署请阅。有愿持笔札就署

钞录者，亦听之。其司籍之员，随时存记档册，点明帙数，不许私携

出院，致有遗缺。”这实际上是将乾隆的意图进行细化，达到可以照

章执行的程度。

但是，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从编写到誊录成七份，逐一拨发

到七阁，人多手杂，纰漏迭出，乾隆对于北四阁的开放阅览渐渐失

去了热情。于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降旨：文渊、文津、文源三阁

“俱系禁 重地”，“不便任人出入翻阅”，翰林、官员只能去翰林院

抄阅底本（《档案》1317 号档）。这里没有提到文溯阁，但文溯阁在沈

阳故宫内，同属“禁 重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谕（《档案》

1351 号档）中更是用“文渊阁等”泛指北四阁，意思就更明确了。

对于南三阁，乾隆帝在四十七年（1782年）就曾打算让江南士

子就近阅览图书：“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

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档案》890 号档）乾隆将南三阁的开放

范围，从翰林院学子和有机会进京的官员，扩大到社会上一般的知

识分子，希望使南三阁正式具备社会服务功能。

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又想到，《四库全书》拨付南三

阁后，地方官过于珍爱，不放官吏、士子入阁读书，使“读书嗜古之

士，无由得窥美富，广 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

摩之实”，因此特意点明：“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

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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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钞士子加

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档案》1016

号档）这道谕旨相对以前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即乾隆计划让文汇、

文宗、文澜三阁提供图书外借功能。他并且作了一个较有可行性的

设想：让管理人员建立借书、还书档案，登记明白。如果按照这些设

想实施下去，那么这无疑将成为中国图书馆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

的进步。

可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乾隆帝几年后就反悔了，他在五十五年

（1790年）降旨，让江浙的督抚们“谆饬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

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

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档案》1351 号档）也就是说，南三阁

的《四库全书》最终仍然只准 许入阁阅览，但不能外借。而南三阁

《四库全书》也正是在这一年拨付的。所以从这两道谕旨看来，乾隆

对于北四阁的开放阅览功能，和南三阁的对外开放功能，虽然曾经

有过念头，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为了法外施仁，文宗阁的典书官、清代著名学者汪中曾计划将

《四库全书》中的罕见图书抄录副本，以供士人借出。此事见于汪

中的儿子汪喜孙所作的《先君家传》：“是时朝廷方修四库书，书

成，颁于扬州、杭州，俾各建阁以储之。先君 绎文宗、文汇二阁书

（刘逢禄撰《强识录跋》），尝欲择书之秘者写作楷本，以供学者之

借。（焦循说）”焦循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大概汪中曾向他谈过这

个想法，而他又跟汪喜孙提及，被汪喜孙记录下来。可是汪中在文

宗阁也只待了几年，而且身份低微，大概也未必能筹集人员、款项

来办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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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仅是江南三阁可以向普通士子开放阅览这一点，也仍

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文汇、文宗、文澜三阁，各自收藏《古今图书

集成》《四库全书》等四万余册。乾隆、嘉庆、道光至南三阁被焚的咸

丰年间，正是乾嘉学派发展势头迅猛的时候。即使只有开放阅览的

功能得以实现，仍然会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阮元、汪喜孙提供了文宗阁开放阅览的线索

文澜阁开放阅览之事，详载顾志兴《文澜阁与〈四库全书〉》的

“名儒学者文澜校抄”部分。文汇阁开放阅览，可见韦明铧《遥祭

文汇阁》（《藏书家》第 11辑）一文。两阁接纳人员之多少、影响，

这里不作评论。但是两阁的确有着对外开放的史实，这是毋庸置

疑的。

唯独文宗阁开放阅览之事，由于此前一直没有文章或著作中

有实在的记录，并且还存在两个反面的例证，从而引起一些误解。

部分学者认为，文宗阁可能在实际上并没有对外开放阅览，最终使

乾隆帝所担忧的“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成为

令人扼腕的事实。此外，更有两个案例为这种猜测提供了佐证。其

一，清代语言文字学家段玉裁，系金坛人，金坛当时属镇江府。据段

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二年”条记录戴震“在四库馆所

校定之书进呈文渊阁本皆具载年月衔名，聚珍板亦载之，而杭州文

澜阁写本不载”等材料可知，段玉裁也曾到文澜阁查阅《四库全

书》，核对戴震的相关著作。可是金坛人段玉裁查阅《四库全书》，是

去的杭州文澜阁，而不是镇江文宗阁。其二，清代学者、思想家魏源

曾在《古微堂外集》卷八的《与曲阜孔绣山孝廉书》中提到：“金山在

水中央，人士无从瞻睹。”并进而建议，让孔宪彝（号绣山）向朝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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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移金山文宗阁书一分于阙里泮池，建阁中央，敬谨庋藏”。那

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断定，南三阁中唯独文宗阁并没有真正履

行乾隆帝的旨意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段玉裁虽然是金坛人，但是根据刘盼遂先生所撰《段玉

裁先生年谱》，段玉裁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即离开金坛，暂住

京口，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因为在老家发生迁坟官司，段父被殴

伤，而县令判段玉裁败诉。因此段玉裁“避横逆”，携父迁居苏州阊

门，五十七年（1792年）更是举家迁往苏州。而《四库全书》拨付南三

阁的时间，则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可见当段玉裁离开镇江的

时候，《四库全书》尚未完全拨付文举旨八且晋旨甚亲
办积约努坏喝旨坏浪旨甚肆
坏浪旨亲
办积约努坏八旨坏浪旨甚肆
届采浪约旨何旨甚效旨且宣晋旨旨甚肆
浪喝采委届桥竟又 持间 核三 项 客 斗 题 九 客 贼 尤 
 职 闪 奋 五 坚 艰 客 坚 持 客 贼 处 
 坚 持 客 尤 
 好 得候 号 号



献之尊，为历代兵燹所不及”，因此在给孔宪彝的信中言之过甚。事

实上魏源本人就曾经在文宗阁核对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无从瞻

睹”云云，显非事实。详情见下节，兹不冗赘。

现在经我们考证，从文宗阁典书官汪中的事迹，以及清代学者

阮元的描述中，就存在一些线索，可以证明确实曾经有学者进入文

宗阁阅读或抄录图书。汪中是两淮盐运使全德聘任的第一任文宗

阁典书官，并在文宗阁校勘《四库全书》。但是据其子汪喜孙的记

载，汪中在文宗阁还有另一项职责，那就是接待来访的人员。汪喜

孙在《孤儿编》卷二《金山精法楼校书记》中说：“乾隆年间，纯皇帝

颁四库书于扬州、镇江、杭州，……司事不能检书，且多阙字；当道

来观，复无以专对。大吏荐先儒林典秘书，仿秘书外监故事。先儒林

校书越三四年，书无缺，有来叩者，应对不穷。”这里提供了一个有

益的信息，那就是文宗阁的典书官承担着一项接待来访人员的职

责。尽管两淮盐运使考虑的仅仅是为了应付前来看书的“当道”，即

地位较高的官员，但汪中实际接待的，则是范围更宽泛的“来叩

者”，不专限于官员。

另外，徐苏《文宗书韵》中提到，时任江苏学政的阮元曾在浙江

刊刻的《四库全书总目》书后的附记中说：“学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

渊阁事，又籍隶扬州，扬州大观堂所建阁曰文汇，在镇江金山者曰

文宗。每见江淮人士，瞻阅二阁，感恩被教，忻幸难名。”这是说，他

自己曾亲眼看到江淮人士，到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阅览图

书，并且感到难以描述的喜悦和庆幸。

汪中的事例和阮元的描述，虽然碍于文章体例和篇幅之限，不

可能详细记明来访者都有谁，但是都可以作为文宗阁具备对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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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功能的一项依据。因此我们可以说，江南三阁实际上都是具有对

外开放功能的。

三、文宗阁开放阅览的事实证据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意义

此外，更有两件实际的证据，可以作为文宗阁曾经对外开放的

确证。即魏源在文宗、文汇两阁校对《水经注释》和黄承吉从文宗阁

中抄录《字诂》《义府》。

魏源是清代经今文学家，他去世于 1857年，其治学、游幕、为

官生涯，主要是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前，因此有机会到被焚毁之前的

文汇、文宗两阁读书。在魏源之前，围绕郦道元的地理学名著《水经

注》，发生了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由于《水经注》以清代以前研习

者少，导致传本错误甚多，后人无法属读。清代乾隆年间，戴震、全

祖望、赵一清三位学者分别校勘《水经注》，又各自成书，但是有不

少人发现，三部书的内容有很多雷同之处。这里面是否有人抄袭

呢？如果有，那么是谁抄袭了谁呢？三位学者的弟子门人以及其他

学人，聚讼不已。魏源为了查证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是否剽窃抄袭

了戴震的校勘成果，曾经查阅了文汇、文宗两阁的《四库全书》。他

在《书赵校〈水经注〉后》中说：“考赵氏书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库全

书》。今《四库》书分贮在扬州文汇阁、金山文宗阁者，与刊本无二。”

魏源将两阁中的《水经注释》同后来的刻本作了对比，并得出结论

说：两者同刊本内容无二。因此证明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是在朝廷

纂修《四库全书》时已经定稿，后来没有改动，因此不能说是抄袭了

戴震的研究成果。当然，戴、全、赵三人之间的学术纠葛，并没有因

此就最终解决，后来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都继续有论述，但是魏源

的这个说法，对后来的学者包括胡适、孟森，都产生了影响。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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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完全可以说，文宗阁不仅确曾向士人开放阅览，而且还产生过不

小的影响。

黄承吉抄录《字诂》《义府》之事，则发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

年）。《字诂》《义府》系承吉叔祖父黄生所撰。黄生原名 ，或说原名

起溟，字扶孟，号白山，安徽歙县人。明朝时曾中秀才，入清后以隐

居著述为事。《字诂》一卷，多训释单音词；《义府》两卷，多训释双音

节以上词和短语。黄生善长文字训诂之学，因此训释比较精当。他

注意到“古音近义通”“一音之转”的现象，即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词）在意义上也有可能相近或相通。这一现象同语言文字研究中

的假借、声训以及同源字等课题密切相关，经段玉裁、王念孙等人

发扬之后，形成了一种有条理、有规范的“以声韵通训诂”之法，为

清代学者整理先秦两汉文献提供了有利工具。而黄生的《字诂》《义

府》，无疑具有“导夫先路”之功。

可是，这两部书在清初一直湮没无闻，连黄氏族人也无法见

到。据黄承吉说，清代朴学大倦完疾本进贫完首官
美了疾完疾首百疾本了贫疾首千
看站说新还疾美了疾首官
美了足了说疾完疾首百疾本破贫疾首千
看站说新美疾美了首百疾本其贫疾首千
看站说新美疾美了疾首了说疾完疾首百疾本姓贫疾首千
看站说新美疾里了疾首官
美美足界青疾完疾首百疾本它贫疾首千
看站说新美
看站说新果疾美了官看站说新美疾美了疾首律了疾完疾首百疾本完贫疾首千
站说新美疾勉完疾首百疾本破贫疾首说疾完疾首百疾完疾首次疾本打青贫疾首千
标了疾首官
美了疾完疾首百疾本诲贫疾首千
看站说新说疾美了疾首官
美了足首千
看站说新看站说新美了疾美了疾首官
美完打青严也 展三奋奋尚 幼约努铺旨坏浪旨仅浪旨甚肆
坏浪采浪约旨何旨甚效旨且采晋旨甚亲
办积约努浪旨坏浪旨甚肆
届采浪约旨料浪何采届约旨甚效旨且做晋旨甚医办积约努浪旨坏浪旨甚肆
坏浪采浪约采育育码 无闻》无便共共便见参密也 低 奋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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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诂义府合按》对后世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沈兼士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中，将黄生的

《字诂》作为“右文说”在明清阶段的起始环节。蒋礼鸿则将自己的

仿照《义府》体例编写的语言学论著取名《义府续貂》，而何九盈《中

国古代语言学史》等书，也对黄生的成就作了正面评价。近年来关

于《字诂》《义府》的研究论文则更为可观。这当然都是在黄承吉从

文宗阁中抄出两书、率先阐明其训诂学意义并刊刻流传的前提下，

才形成的局面。

综上所述，由于乾隆帝本人的思想变化，储存《四库全书》的北

四阁并未实现向翰林和官员开放阅览的功能，而南三阁则均有可

稽的事实证明其曾经对外开放。而文宗阁虽然毁于兵燹，仅仅存世

数十年，但是确曾向魏源、黄承吉这样的学者提供阅览，并产生了

一定的社会影响，具有学术意义。因此尽管它没有达成乾隆设想的

外借功能，但是其“嘉惠士林”的意义，仍然值得肯定。

（本稿由镇江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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